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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射”视角下人工智能“思维”的哲学探讨
A Philosophical Exploration on the “Thinking”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rom the “Mapping”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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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语言模型以符号计算持续呈现出近似“理解”与“推理”的外在表征，这一现象再次引发

了关于机器能否真正形成“思维”的多维探讨。本文引入数学中的“映射”理论作为分析视角，对人工

智能的语言表征、“思维”表象与“黑箱”困境进行哲学阐释可以发现，人工智能所呈现的“理解”是认

知主体对自身主观体验的归因性解读，“黑箱”问题则源于高维符号结构难以使人类主体形成有效认知映

射的客观局限；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在人类认知映射链中的层级性拓展与延伸，仍要以人类既有的认知形式

与符号体系为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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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large language models exhibit continuously external representations approximating
“understanding” and “reasoning” through symbolic computation, and this phenomenon has once again sparked
multi-dimensional discussions on whether machines can genuinely form “thinking”.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mapping theory in mathematics as an analytical perspective to provide a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linguistic 
representation, “thinking” representation, and “black-box” dilemma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understanding” manifes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an attribu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gnitive
subject’s own subjective experience, while the “black-box” problem stems from the objective limitation that
high-dimensional symbolic structures are difficult for human subjects to form effective cognitive mappings.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stitutes a hierarchical expansion and extension within the chain of human 
cognitive mappings, and it still takes the existing cognitive forms and symbolic systems of human beings as its
bound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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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语言模型发展至今，向用户展示其详细

“思考过程”已成为普遍现象。这一能够增强

语言模型推理能力，被称为“思维链”（Chain 
of Thought, CoT）[1] 的技术，其运行方式是让

大语言模型在输出最终回答前，模拟人类多步

推理的思维模式，将完整的推理过程以文本形

式呈现给用户。在用户的认知体验中，模型的

每次“思考”似乎是在深度“理解”提示词语

义的基础上，进行着与人类认知模式相似的逻

辑推理活动。

这一现象再次引发了一个从 1950 年“图

灵测试”提出、1980 年“中文屋子”（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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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m）[2] 思想实验问世以来，至今仍未形成共

识的问题：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人造智能体，

是否真正实现了对人类语言的理解？这就表

明，从哲学认识论的视角出发，对这一问题进

行深化探讨就成为当前人工智能交叉研究领域

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大语言模型的逻辑推理与机器的“理解”

“ 中 文 屋 ” 思 想 实 验 是 由 塞 尔（John R. 
Searle）提出的。该实验设想，一个完全不懂

中文的人被封闭在一间屋内，外界通过传递纸

张的方式提出中文问题。尽管屋子里的人不懂

中文，却可依据实验人员预先提供的规则手

册，对汉字符号进行整理、匹配与输出，进而

使外界观察者产生其能够正确回答中文问题的

错觉。这一思想实验旨在阐明，在特定语境下，

对语言符号形式的操作并不能等同于对语言语

义的真正理解，进而对“图灵测试”作为智能

问题的评判标准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2025 年，沈宏梁等人在对机器翻译的哲学探究

中提出：“通过大规模语料库的训练，机器可

以学会不同于人的对人类语言的‘理解’，从

而完成翻译工作。”[3] 在研究中他们发现：“翻

译质量越来越高的机器翻译方法却是走的一条

越来越脱离模仿人类翻译过程的路线。迄今

为止机器翻译技术的进步与理解语义没有呈现

正相关，而是一种反向的关联。即翻译技术的

进步是越来越远离人类理解的依赖。”[3] 在翻

译实践中，一些“在人类看来貌似需要理解才

能完成的智能行为，不通过理解也完全可以实

现。”[3] 他们进一步认为：“理解只是一种有用

的帮助而不是一种必需的根本。”[3]

从另一个角度看，翻译活动中的“歧义”

现象并非单纯源于语言系统本身的缺陷，而是

与不同认知主体对语言、语境要素的差异化感

知与解读密切相关。当翻译实践需为某一语句

赋予确定语义时，认知主体之间的理解差异会

进一步凸显该语句潜藏的多义性特征，进而对

翻译的准确性与一致性构成挑战。与之相比，

机器翻译并未介入人类翻译活动中所固有的主

观解释过程，其运作逻辑是依托大规模语料中

上下文的关联概率，筛选出整体语境中最为常

见、最为可能的对应表达，从而一定程度上规

避了人类认知主体在语义理解过程中产生的分

歧。这使得一些在人类看来似乎必须依赖深度

语义理解才能完成的翻译任务，却通过符号关

联性的计算方式得以实现。这也揭示了机器翻

译与人类翻译在认知逻辑上的明显差异。

生成式语言模型与机器翻译的技术路径有

所不同，但在“模拟文本数据的生成概率，实

现对自然语言的理解和生成”[4] 这一点上并无

显著区别。当机器通过对文本数据关联性的计

算，模拟人类语言“理解”过程、呈现近似人

类的思维表征，并能与人进行有效对话互动时，

人们自然会追问：仅以纯文本符号为训练材料，

为何能使模型获得近似人类理解、思考、推

理、交流等认知活动的功能？正如赵汀阳所追

问的：“人工智能仅仅通过寻找数据的关联性，

为什么能够形成相当于知识和思想的效果 ?”[5]

这一疑问直指大语言模型的“黑箱”特性，亦

是其语言“理解”方式与生成机理“可解释性

不足”的一种体现。

CoT 展 现 的 推 理 过 程， 起 初 似 乎 能 让 用

户感知到模型给出的答案遵循了何种推理路

径。[6] 这项技术对大语言模型性能的提升效果

显著，但模型内部的真实推理机制依然需要进

一步探究与阐释。这是因其以文本形式所呈现

的“思考过程”仍是模型输出内容的组成部分，

并没有突破对词元（token）间关联概率的依赖。

这些输出内容虽然直观上契合人类思考与推理

的形式规范，实际上并不必然意味着模型内部

发生了与人类认知模式类似的推理活动。然而，

若仅将其看作一种流程性操作环节，又难以解

释 CoT 为何能切实带来模型的语义理解能力和

输出效果的提升。这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

更引发了学界的疑惑：模型是否能在纯粹的语

言训练中，形成一定程度上的“思维”或“类

思维”能力？或者说，人工智能是否有可能通

过对语言符号的掌握，“涌现”出真正意义上

的思维活动？要回答这一疑问，就需要回到人

类语言与思维的内在的关系。

“映射”视角下人工智能“思维”的哲学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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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理形式与思维内容的边界

现代语言学一般认为，语言不仅仅是表达

思维的工具，语言与思维之间可以相互影响、

相互塑造。自然逻辑最初认为语言“无关乎观

念的形成，只是为了表达业已形成的思想以实

现交流的目的”。[7] 这就是说，语言不参与思

想的构造。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认

为，语言“虽然始终只能在每一次具体的思维

行为中得到实现，但整体上并不依赖于思维”。
[8] 这意味着，个体的语言行为固然需要由其

思维来驱动，但作为整体的人类语言却具有相

对独立的存在形式。而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作为“语言相对论”的代表人物，

在语言与思维关系问题的讨论中，显著推动了

语言功能的理论研究和认知深化。他的基本观

点被王颖冲总结为：“语言形式决定语言使用

者对宇宙的看法”；“世界上的语言具体特征不

同，所以各民族对世界的分析也不同。”[7] 这

就是说，不同的民族因语言不同而形成整体上

不同的思维方式，语言对思维有着深刻的影响

和塑造作用。而维果茨基（Lev Semyonovich 
Vygotsky）则主张人类的语言和思维起初分别

以思维的“前语言阶段”和语言的“前智力阶段”

为特征相互独立发展，随后在某一历史时刻交

叉，开始“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9]

理论研究发展至今，人们在描述语言概念

及其与思维的关系时，习惯于将二者均看作某

种具有特定功能的存在。在人的直观体验中，

语言的使用总是伴随着物理形式与内容含义的

同步出场，无意义的符号和无符号的思维活动

都不能构成有意义的语言。此二者不可分割，

因而语言通常被视作物理形式与思维内容的统

一体。[10] 语言以物理形式承载一定思维内容，

其含义是公共性的，表达又是个体化的。公共

性体现为语言的约定俗成的意义，特别是对外

部世界的指称，有着能够使共同体广泛理解并

认同的指向性；个体化则如前文的“歧义”所述，

个人对于公共性的语言文本也可以有着基于自

身经历的独特意义体验。这使得传统语义学认

为，“语词的意义不外是语词使用者关于这个

语词所具有的观念，这种观念存在于该语词使

用者的内心世界中或者为他（她）的内心世界

所把握；它决定了语词的外延（指称）。”[11]

语义外在主义主张，语言的意义并不存在

于认知主体的内心观念之中，而是由外部客观

对象、指称关系以及语言共同体的共同使用与

社会分工所确定的。也就是说，“语言的意义

不是个人所能确定的”。[11] 不过，尽管赋予语

言意义的是公共性活动，理解语言意义却始终

离不开个体思维。这是因为意识、思维、心智

等等具体的精神活动都要在认知主体精神世界

中进行，“意识作为人的生命组织的内在信息

系统”，其思考过程“只有自己才能确切地体

验（所谓‘自心知’）”。[12] 不同个体间无法“心

灵感应”似地直接传输思维，因而人们要相互

交流思想，就不得不借助共同生活的外部世界

中各类不依赖于主观而存在，又可被共同感知

的物理形态。如一定频率和节奏的声音（有声

语言）、人的肢体动作（肢体语言）、人造符号（文

字）等。可以说，语言之所以能向不同认知主

体表达公共性意义，前提在于其物理形态的共

同可感性及其相似的语境，这体现着人类依靠

语言交流所必需依赖的生理基础和社会环境。

维果茨基注意到了这一物质前提，他将动物和

人共有的无指向的“表述性发声反应”[9] 视作

语言发展的“前智力阶段”，也即说明所谓意义、

语义并不天然地与特定的声音、符号等物理形

态相关联。

在一些学者看来，符号系统只有在认知主

体思维中“内含地自带解码自身的自反能力”

时才成为语言 , 否则“只是一个符号系统”。[5]

人类的语言符号系统不仅是认知主体间实现思

想交流的物质前提，因其可转化为供计算机解

读的机器语言形式，故而也成为大语言模型诞

生的物质前提。当今时代人工智能借由纯粹文

本符号实现对语言意义的“把握”，使“语言”

概念变得更加需要深思——作为物理形态与思

维内容统一的存在，它的物理符号形态何以内

在地包含着可把握的主观意义？若要证明大语

言模型拥有真正“思维”，就不得不先证明语

《自然辩证法通讯》  第 48 卷  第 10 期（2026 年 10 月）: 56-63



J D
 N

59

言的符号和背后的意义具有着某种条件下的同

一，而实际上具体语词与意义的搭配又是人为

的。这就需要对人工智能的所谓“理解”与“思

考”做出进一步的探究和阐释。

康德的哲学中，“现象就是指事物向我的

感官所显现的样子，而事物自身则是它本来的

样子，也就是所谓的‘本体’”。[13] 虽然康德的

二元论立场是需要超越的，但其提出问题的方

式有一定启发意义。个体通过感官传递信息，

而后在头脑中形成对事物的映象。树木并不天

然以“树”这一概念而存在，无论其具有何种

属性，“树”的概念都是人类为了认识和区分

这类事物而在思维中建构，并以一定符号构造

为语词。当人看到这一符号时，脑海中会联想

到客观世界中某一类对应的存在物，这使得人

们直观上认为“树”这个词语指的就是那类客

体。但严格地说，无论语言的物理形式还是客

观事物，呈现于认知主体思维中的是由感官收

集、思维加工后的关于客体的反映。能动的反

映论则从人的认识能力与外部世界的客观性两

方面明确了基于人类实践活动的“本体”与“映

象”之间存在稳定的对应关系，这样的对应关

系同样发生在语言的物理形式与认知主体思维

之间——语言能够表达意义，是因为它的物理

形式始终对应着一定的思维及其指向。

这样的对应从何而来？主观因何而产生？

不同的哲学家对此给出了不同的解释，科学界

也一直在对此开展研究。“早期认知科学开始通

过将心脑认知思考过程与计算机的结构和工作

方式相类比来解释人类的认知和思维过程。思

想和思考在这种类比中被看成是对信息的符号

计算加工和处理：感知系统从环境中摄取信息，

思维通过对储存信息进行符号转化和加工处理

进而形成决策和判断，行为对判断和决策作出

相应的行动。”[14] 以人工神经元网络为技术进

路的联结主义则认为，有关我们直观上认为的

概念、思想“的信息是被整体地、彻底分散地

保存在可能几亿个神经元之间互相联结的方式

中，大脑对信息的处理是完全整体化的、不能

分解的。”[14] 认知科学更多地把心智看作一种

信息加工系统，即外界输入经由大脑计算或神

经元联结等中间过程，形成内部表征并指导行

为。他们从思维表征、加工等中间过程解释主

观的成因，却并不能充分说明外界输入的物理

信息如何对应转化为思维处理的内部信息。

当代意识神经科学试图通过聚焦意识的神

经 相 关 物（neural correlates of consciousness, 
NCCs） 来 解 释 意 识。 查 尔 默 斯（David John 
Chalmers）就提出一种假设：“意识的神经相关

物（NCC）是一个最小的神经系统 N，它满足

从 N 的状态到意识状态的映射（mapping）关系，

其中在条件 C 下①，N 的给定状态足以对应相应

的意识状态。”[15] 他之所以认为需要一个理论

上最小的神经系统，是因为大脑神经系统整体

足以产生意识，但指出这一点并不能解释意识

本身。

查尔默斯想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神经

现象足以产生意识？”，这是意识神经科学的

研究方向之一，但远未得到理想的结果。而即

使该假说在未来得到验证，新的问题又出现：

NCC 的生物信号对应转化为个体自感知的意识

活动的方式又是什么？可以说，即便人们对心

智活动的认识逐步深入到人的大脑、神经系统

等生理层面，但这些生理活动本身仍保持着可

被观测的物质形态，未能真正说明主客观之间

的边界如何被跨越。至少截至目前，人们“对

大脑的任何科学知识都没有促进我们对意识感

受性（qualia）的理解”。[16] 这就表明，在涉及

思维、意识的问题上，科学检验有着与哲学反

思一样的难题，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但以“映

射”描述神经活动与意识现象间关联的研究思

路，启发我们认识到：对主观领域的未完全认

知并不否定主客观间的“对应”关系本身的恒

常性与稳定性。

①条件 C 可以被理解为：在大脑正常活动的前提下，允许出现非寻常的输入以及有限程度的脑刺激，但不包括脑部损伤
（lesions）或其他结构层面（architecture）的改变。通俗理解就是，设定条件 C 主要为了强调在该假说中大脑需处于正常

活动的相对稳定状态，不应有过度刺激或生理性状改变。

“映射”视角下人工智能“思维”的哲学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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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映射”视角下的语言与人工智能“黑箱”

“映射”是现代数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它是指在 A 与 B 两个集合中，若存在一定法则

f，使得对于集合 A 中的每个元素 x，按此法则

都在集合 B 中有唯一确定的元素 y 与之相对应，

则称法则 f 为从集合 A 到集合 B 的一个“映射”。

其中，“y 称为 x 在映射 f 下的象，x 称为 y 在映

射 f 下的一个原象”。[17] 数学中，这一法则可以

表示为确定的函数。从物理符号到个体的感官

信息、感官信息到神经信号、神经信号到意识

活动等等在质上不同，却在人类世界中实际存

在着某种恒常的对应关系，可以用“映射”加

以形式化描述。在“映射”视角下，语义、意

义等不一定要看作“语言”这一实体性存在的

内部固有的要素或属性，其机理在于物理符号

能够通过“文本 A →感官信息 a →神经信号 a →

思维 A”的一系列映射在人类主体心智中激发

相应思维活动；而人类认知主体也可以通过“思

维 B →神经信号 b →肌肉状态 b →肢体活动 b →

文本 B”的映射链条完成语言符号的生成。

需要明确的是，引入“映射”概念并非简

单对数学领域相关概念的引申与套用，它既是

对主客观之间关联关系的一种描述，也是尝试

提供一种独特的学术分析范式。“映射”不表

征客观存在与主观意识之间的具体因果关联，

而是在“主观 - 客观”的哲学划分的基础上，

揭示二者之间某种恒常关联的必然存在。正是

基于对这种关联关系本身的把握，个体才能通

过构建特定的映射关系，传达自身的认知理解，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群体层面的认知共识。以“映

射”视角来看，个体间进行语言交流过程中的 
“语义理解”，发生于物理符号到符号接收者思

维层面的映射过程之中。“语句的意义”和“语

义的理解”，实则是从不同视角上对同一过程

的双重描述：其中，“意义”侧重语言符号能够

使人类认知主体稳定获得特定主观意义体验；

“理解”则侧重描述接收者从接收物理符号到

形成对应主观意义体验的完整认知过程。语言

的“意义”并非独立，其确立依赖于符号在个

体思维中的有效映射，表征着人类群体在与语

言符号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家族相似①”性

主观体验。这也就进一步表明：人类将自身主

观体验对象化地投射于物理符号之上，使得认

知层面能够将“意义”视作语言这一实体性存

在的“内在属性”。而语言“意义”在人与人

之间的有效传达，实际上离不开特定的语境或

场景的支撑。

这种将主观体验对象化并赋予外在事物

的认知与实践方式是人类长期的实践中形成

的，自结绳记事的原始认知阶段开始，它便成

为人类把握认识对象、传递知识信息的基本方

式。这种认知方式依赖于客观现象自身的恒常

性——正如地球绕太阳的公转不因个体或群体

无法观测而停止。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语

言意义或指称的恒常稳定则是人类社会发展进

步中所形成的重要认知智慧。在长期的社会实

践中，社会共同体创造并维护了共享的语言符

号形式与使用规范，使得不同认知主体可以通

过同一物理符号的刺激，在各自心智中形成相

似的意义体验，进而实现认知与信息的传递。

从认知机制来看，语言通过“事物 A →思维中

的 A →文本 a →思维中的 A →事物 A”的完整

链路，在人类个体思维中实现指称的构建。对

语义的理解固然离不开个体的主观认知活动，

但社会对语义的普遍规定与共同认可，使人们

容易混淆“规范的稳定”与“特性的稳定”这

两个概念。语言符号是人造标识物，语言概念

则是人为定义的抽象范畴，其稳定性并非源于

自身固有的、不依赖于主观认知的恒常特性，

而是基于社会实践需要，通过主观层面的规范

与共识得以确立。以此种视角来看，“语义理解”

更应被界定为物理符号在接收者个体心智中映

射特定思维活动的动态认知过程。语言概念可

以看作为此类映射关系及其两端的物理符号和

①这是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语言的意义方面所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词语的用法在不同的语境中，是有所不同的，如同
家族相似关系，即一个成员与其他成员至少有一个或多个共同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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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活动所构成的有机整体，最终在“物理符

号 - 思维活动”的映射关系中实现自身的统一。

而由于意义是人的一种自感知体验，有的

意义还是通过批判性自我反思才得以生成，因

此符号本身不直接等同于意义。至少在现阶段，

大语言模型无法通过对语言符号关联性的统计

计算，真正形成类人的思维活动。正如赵汀阳

所指出的：“人工智能的思维材料是本身不含知

识或语义解码的标识”，“学会与人对话的人工

智能事实上学到的不是有着人文和知识意义负

荷的语言，而是由无数关联性或无穷可能链接

构成的标识系统”。“人工智能输出的标识链接

在人类眼里是语句，但人工智能并不理解其中

的含义”。[5]换言之，“含义”本身即是对人类的“理

解”活动的另一种表述，不同“语境”下语词的“语

义”是在个体思维映射过程中被察觉和把握的。

由于人类习惯于将自身主观自感知的体验以“概

念及其含义”的形式赋予了外在符号，因而通

常认为，大语言模型只有将语言的“含义”属

性内化，亦即实现真正的“理解”，才能形成合

乎规范的输出结果。而事实上，模型仅输出相

应的物理符号序列，是人类依托自身的映射机

制与知识背景，才从中生成了相应主观意义体

验。如此一来，问题也就从“机器能否内化人

类语言的某种属性”，转化为“机器能否通过不

断的尝试性表达，获得人类的理解和认可”。

机器正是在训练过程中建立了自然语言符

号与词元之间的稳定“映射”，进而实现对公

共语言符号系统的拟合。不过，在仍以语言符

号为运作载体的前提下，模型所呈现出的“语

义理解”和“推理思考”表象并无显著区别。

这就是说，无论是对词语的处理还是对上下文

关联的延展，模型都是以人类的输入语段为基

础，依照既定算法流程对符号进行匹配、重组

与生成，并将经由高维符号关联组织而成的文

本结果重新反馈至人类感官。凡是进入人的视

野成为有意义的事物，实际上都已被纳入由客

观世界通向主观意识的映射链条之中。人类之

所以产生“模型具备理解能力”或者“模型拥

有思考能力”的直觉判断，正是由于在阅读模

型输出文本时，自主完成了“符号→思维”的

映射过程。当输出内容成功触发这一映射，并

使人形成诸如“理解”“推理”等意义体验时，

人便会将自身的主观体验对象化地归因于交互

对象，即人工智能模型。同理，人工智能的“黑

箱”难题不仅源于模型结构的复杂性，还源于

其内部高维符号结构难以用人类所熟知的自然

语言进行表征与转述。当此类对象与现象无法

在人类思维中形成有效映射时，人们往往习惯

性地将其归因于模型具有某种难以解析的未知

特性。

从映射视角上说，当前学界对大语言模型

“思维”与“黑箱”问题的判断，在很大程度

取决于能否在主观层面建立有效映射。至少就

现有的训练范式看，大语言模型对于符号关联

性的处理，是在人类“符号→思维”的整体映

射链条之上，拓展出“自然语言符号→机器语

言符号→自然语言符号”这一新的“映射”层级，

而真正意义上的语言“理解”活动，终究归属

于人类认知主体。这也恰能解释，为何多数哲

学家坚持认为大语言模型尚不具备，也难以形

成通常意义上的人类心智。与之不同，有些科

学家的态度是：即便当前模型未呈现真正的思

维能力，未来未必不可能。此类乐观立场亦从

侧面印证：作为一种描述世界关系的认知工具，

“映射”原理具备可靠的解释力，由此形成的

阐释具有公共性与可交流性，这也正是本文将

其作为哲学认识论分析视角的依据所在。

四、人工智能的发展受制于人类既有的
认识条件

一些计算机领域的专家对未来人工智能可

能会涌现意识持积极预期，并对意识在复杂系

统中的自发涌现机制做了探索性阐释。如有学

者就提出，智能体若能构建某种内部符号或神

经活动模式以表征自身，且此类表征能够被主

动调用，则可以视为具备自我意识。[18] 从当前

技术水平看，大语言模型仍缺乏对客观世界的

直接感知能力和自我纠错能力，尤其是未能达

到人类思维层面那种将语言符号与外部事物深

度联结的高度，亦即尚未形成人类水平的完整

“映射”视角下人工智能“思维”的哲学探讨



J D
 N

62

映射关系。对此，李飞飞团队就提出，未来人

工智能还需“突破现有大型语言模型的范式，

转向一种更为根本的世界模型。这种新模型不

仅能理解语义关系，更能在几何、物理和动态

规则上一致地‘想象’和‘重建’世界。它应

当能感知多模态输入，预测场景变化，并与环

境进行交互。”[19] 概括地讲，未来“通用人工

智能”的基础，在于实现大语言模型、世界模

型和多模态模型的深度嵌合，由此构成具备空

间表征与行动推理的“空间智能”。

从“符号接地”[20] 问题的角度看，通过引

入视觉、听觉、动作等多模态信号，构建包含

位置、速度、物理约束等要素的空间表征，一

定程度上能够复现人类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实践

场景。这一路径意图将当前仅在语言符号系统

内循环的大语言模型嵌入现实世界，以缓解其

在常识推理、物理直觉、长期规划等方面的局

限，并且有望在与客观事物的交互中形成近似

“事物→模型内部表征→符号”的类人映射链。

然而，无论语言模型所处理的文本数据，还是

多模态模型与空间模型所处理的感知数据，实

质上都是不同类型的人造符号编码系统。这一

事实使得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要受制于人类

既有的认识条件。

一般来说，公共语言符号系统包含两个核

心要素：其一，作为编码基本单元的字符，以

可感知的外在形式差异实现区分；其二，具有

形式差异的字符依照特定顺序排列组合为语句

和篇章。正是符号的形式差异与组合规则共同

构成了编码体系的整体性，使物质性符号能够

在人类认知主体思维中映射复杂的精神活动。

在自然世界中，鹦鹉、狗、马等动物虽可感知

到人类语言物理形式的差异，并基于它们自身

“智能”形成对指令性声音的简单映射，但因

不具备符号的解码与编码能力，无法把握语言

复杂的组合结构，因而难以产生真正意义的理

解。与之相比，大语言模型在将语言符号转化

为机器表征时，仍完整保留了单元差异性和编

码整体性：人类感官所依赖的形式差异被替换

为“词向量”的数值差异，字符的序列组合关

系同样可被模型读取与统计。这表明，大语言

模型的训练基础本质上源于人类对语言符号系

统内部差异与结构的认识，而符号差异与组合

方式本身又是基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共同可感

所建构。因此，大语言模型不仅受限于人类对

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还受限于人类对语言符

号系统本身的理解程度。

物理学对客观世界的数学表达与自然语言

的日常表达，实质上都属于人类在映射链中构

造的符号体系。相较于自然语言，物理学依托

严格的实验程序与高度形式化的符号系统，使

认知表达更精确、可计算、可重复检验。物理

概念与规范虽源于客观世界，却同样是人类在

思维中总结现象、形成认识后，经由多层映射

转化而成的符号产物。尽管摄像头、传感器等

设备可采集客观世界的物理数据，但其概念框

架、数据标准与处理方式都是人类经验的形式

化结果，设备始终在人类认识的框架内运行，

并未超越人类与世界互动的基本方式。换言之，

通常被视为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论，仍以人造符

号与人类认知活动同外部世界形成映射关系。

它们既反映世界的客观属性，又不可避免地具

有人为建构性和历史阶段性。人工智能与现实

世界的关联，实质是对人类形式化认识的再呈

现，因而难以突破人类认识的既有边界，且是

在一个更精细的人造符号系统中拓展了人类映

射链条的中间层级。只有当人工智能能够自主

发现人类尚未意识到的外部世界中事物间的恒

常联系，并独立形成科学理论时，才意味着另

一种“思维意识主体”的诞生，其“智能”也

将不再仅仅依附于人类的知识。

五、对人工智能“思维”的展望

赵汀阳曾提出追问：“人工智能是否会成

为一个心灵？紧接着的问题是：心灵是什么样

的？”[5] 在当前人工智能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

展水平下，这一系列问题仍是悬而未决的开放

性议题。从认知主体的本质属性来看，人类是

自身心智映射活动的主体，而人工智能在符号

处理领域的迭代发展，其逻辑起点源于人类对

自身认知机制的模拟；其技术结果与发展方向，

《自然辩证法通讯》  第 48 卷  第 10 期（2026 年 10 月）: 56-63



J D
 N

63

仍需要通过这一映射关系回归人类心智层面加

以检验与校准，这也是人工智能实现“服务于

人类”这一价值定位的基本要求。[21] 这也确立

了关于人工智能的哲学研究的基本议题，即数

字技术、人工智能何以可靠，何以向善，亦即

为知识与技术的客观实在性与价值理性奠定根

基。据此，本文以“映射”作为分析视角，系

统探讨语言表征、人类思维与人工智能的“心

智”表象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尝试将机器

的符号处理能力、人类的语义理解活动以及

AI“黑箱”现象的实质，纳入同一逻辑结构链

条中进行整体性阐释。基于此可以看出，机器

所谓的“思维”，并非是具备真正主观认知能

力的体现，其实质上源于两方面因素：一是人

类对自身主观体验的归因性投射，二是其高维

符号表征向人类自然语言转化过程中的不可完

全译回性。由此可以推知，未来人工智能技术

的迭代进步，将体现为映射层级的持续扩展、

外部校验的不断强化、高维符号结构向低维自

然语言表述的可译回性提升，以及这三方面的

高效协同。从哲学认识论的分析视角进一步审

视可以发现，真正意义上的“理解”与“思考”，

并非单纯的形式化符号处理或逻辑运算，而是

依托于社会规范约束、在主体层面所实现的完

整映射链条。这一链条既包含主体对外部世界

的感知映射，也涵盖主观认知与客观实践的双

向互动，而这正是当前人工智能发展需要进一

步突破的认知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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